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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民间权威与纠纷解决
———明代乡村秩序模式的人类学分析

梁 洁

摘 要: 日本学者中岛乐章以保留存世的“徽州文书”为史料来源，讨论了明代乡村社会的纠纷处理
机制与秩序运行模式。在宋、元乡村纠纷解决机制的基础上，明代早期到后期，在国家行政体制与地方社
会结构的双重作用下，徽州乡村纠纷解决方式经历了里甲制，耆宿制，老人制，乡约、保甲制等一系列流变
或并置的制度体系。探讨明代乡村秩序模式，不能单独从国家行政制度设置角度入手，仍需同时考察传统
乡村文化与社会结构，而宗族与民间权威属于人类学研究领域长期关注的对象。本文拟以明代徽州乡村
社会纠纷处理机制为切入点，从人类学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管窥传统汉人乡村社会的权力体系及秩序
运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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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徽州乡村纠纷处理机制

唐末“黄巢之乱”后，北方许多大族为避难纷纷南迁，经五代到北宋，徽州( 当时为歙州) 的地域开
发快速发展起来。大族在析化过程中，从最初定居地逐渐迁移于徽州各地，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一
族不分割家产而累世同居的“义门”形态。①在宋代的地方志及其他文献中已有地方望族中“长者”为
乡里处理纠纷的记载。元代时地方官以乡村社会中有名望人士为中心作为领导阶层，如“父老”、“耆
老”，主要通过他们维持乡村秩序。
明洪武元年( 1368) 正月，朱元璋在南京登帝位，建立明朝。根据史料记载，早在洪武初年，里甲

制度已在华中地区包括徽州得以确立并实施。［1］至洪武十四年( 1381) 正月，由十户里长户和百户甲
首户构成的里甲制，在全国逐步实施。［2］里甲组织不仅仅是赋役征收部门，还发挥着调整乡村各种利
害关系、与国家审判互补、以某种形式处理里内纠纷的作用。

基金项目:文章受国家民委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3 年田野调查项目资助，为
其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 2013019) 。

① 关于宋代江南东西路的地域开发中“义门”的作用，可参考佐竹靖彦《唐宋变革时期江南东、西路的土地所有与土地政

策———以义门的成长为线索》( 初出 1973 年，后收入《唐宋变革时期地域研究》，同朋舍，1990 年) 。此外，关于宋代徽州的义门与累世

同居，详见小松前揭《宋代以降徽州地域发展与宗族社会》第 24 －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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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老人制”①是洪武十四年( 1381 ) 里甲制在全国施行后设立的，其前身是洪武二十一年
( 1388) 废止的“耆宿制”②。到洪武三十一年( 1398) 三月，随着《教民榜文》的颁行，“老人制”得到正
式确立。《教民榜文》与老人制在乡村社会自发地发挥作用，当地有势力者、有名望者处理纠纷，与国
家的诉讼处理体系制度化地结合在一起。
“耆宿制”是在“初令天下郡县，选民间年高有德行者”的背景下实施的，耆宿应指年岁高且品行
高的长者，耆宿不但向地方官提供关于地方民情与政务的咨询服务，还与地方官一起向朝廷举荐人

才，并要负责里内教化工作和纠纷处理。［3］

《教民榜文》由序文和四十一条构成，第一至十四条以老人和里长、甲首处理里内纠纷的相关条
目为主，第十五条至四十一条是以老人为主进行教化和治安维持、劝农、水利等相关条目，此外，还有
许多条目规定了与老人制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乡村统治政策。［4］

“耆宿”与“老人、耆老、耆民”这些称谓之间，在用法上没有明确区分。据推测，老人、耆老、耆民
等词语一般指年高者。明朝各里设置耆宿的同时，或许给予当地德高望重年长者阶层以老人( 耆老、
耆民) 的地位，每里一名的耆宿一般也是从老人中选出来的。即使在耆宿制废止后，这些老人( 耆老、
耆民) 阶层可能依然继续存在。［5］耆宿制废止后，在其基础上老人制被正式导入。老人经里内众人推
举，一般为里内处事公正、有声望者组成，并有政府正式官员性质。
朱元璋在建立明朝之前，便开始在徽州等地编造鱼鳞册，洪武十四年以赋役黄册为基础，在全国

施行里甲制，牢固地掌握土地和户口，委派乡村组织征税。洪武十年代后半期起，在对地方官吏和豪
民进行苛烈的肃正与压制中，逐步完备“耆宿”和“老人”制，使“长者”和“处士”等传统“父老”阶层的
作用制度化，同时，还赋予他们揭发地方官吏非法行为的权力。经过元末战乱，明初人口大幅减少，人
口移动也被加强控制，监视出入里内外之人也成为老人的职责。可以说明朝以确切掌握土地和户口
为基础，将不安定的、竞争的乡村社会，重编成以里为中心的固定完备的秩序。洪武二十七年户婚、田
宅等诉讼处理事宜，委派给老人，通过洪武三十一年的《教民榜文》，明初乡村秩序构想终于得以确
立。［6］

在明代里甲制下，被定位为纠纷处理及教化、治安维持的核心是各里的“老人”。多数学者认为，
明代后期老人制已完全徒具形式。［7］明代后期以后，“老人制”难以维持乡村秩序，随之在全国广泛施
行以宣讲六谕为中心、以教化和纠纷调停等为目的的“乡约”，以及为治安维持及乡村防卫而组织的
“保甲”。［8］与负责纠纷处理、维持秩序的里长、老人和乡约、保甲一样，纠纷当事人的“亲族”和“中见
人”等民间调停者，在解决乡村纠纷中也发挥过重大作用。［9］

16 世纪以后，在徽州地区，随着地域开发界限的扩大和商业活动的全面展开，具有较强封闭性生
活世界逐步扩大，同时围绕当地有限资源的竞争也日益激化，乡村中的社会关系和身份秩序也逐步动

摇。③ 这种社会变动，是与同族间激烈对立、所在地发生纠纷的增加和复杂化直接相关的。为适应这
种社会变动，重新构筑纠纷处理框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途径: 一是地方官治通过审判直接参与当地的

纠纷处理。二是在里甲制基础上引入乡约、保甲制，通过乡村组织再次构筑纠纷处理和秩序维持体
系。三是宗族组织、亲族、中见人以及当地有势力者和有名望人士等民间诸主体，自发地处理纠纷，从
而形成秩序。［10］明末徽州乡村社会中，当地各种集团和人际关系、里甲和乡约、保甲等乡村组织、地方
官的统治力量等，并没有形成固定框架，而始终保持混沌竞逐状态。［11］

纵观明代乡村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如下特点: 其一，乡村纠纷的解决机制与秩序维持方式是半官

方、半民间的，既有国家制度的设置及行政权力的深入，也有民间力量的参与。许多学者认为虽然有
民间力量的参与，但并不意味着明代社会中存在着以“村落共同体”为基础的“公共领域”，而是官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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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老人制”这一说法，由日本研究中国明清史的学者提出，一般指“里老人”、“里老人制”。详见中岛乐章《明代的诉讼制度与
老人制———以越诉问题、惩罚权威中心》，《中国———社会与文化》15 号，2000 年，第 136、153 － 154 页。

“耆宿制”具体设置时间不可考，但应该是在里甲制在全国实施以后，但洪武二十一年( 1388 ) 八月，在“耆宿颇非其人，因蠹
食乡里，民反被其害”的伤言之后，耆宿制被废止。
在徽州地方志中记录了 16 世纪徽州当地不同宗族之间的纠纷，这些纠纷往往伴有武力和暴力行为，有时甚至引发械斗，致

人死亡。而这种与他族之间的连续不断的纠纷，成为扩展同族结合、强化宗族组织的重要契机。



民力量相互作用的“第三领域”。［12］其二，虽然国家力量介入纠纷解决，并设置相关制度，但仍是建立
在乡村原有社会结构之上，利用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权威”以及宗族力量来维持体系运转。

二、“继嗣—宗族”理论与乡村秩序

基于文化因素在明代乡村纠纷解决与秩序维持上发挥的作用，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与文

化要素进行分析显得有所必要。“宗族”与“民间权威”是主要的两个关键词。
科大卫在《皇帝与祖宗》一书中讨论了明代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过程。他认为在元明交替之际，

华南的珠三角社会是由地方武装豪强所主宰的，这些豪强要求下属只忠于他们个人，而豪强之间时而

缔结盟约，时而干脆兵戎相见。明王朝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分阶段强行推行里甲制，加之宋明理学所倡
导的宗族礼仪影响，最后里甲制下的编户变成了宗族。明王朝的里甲行政安排，使宗族礼仪规则具备
了法理的意味。［13］显然“宗族”在明代徽州以及华南的乡土社会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基于此，人类学领域中对分支世系组织，亦即宗族的研究将有助于认识传
统中国秩序模式及社会控制手段。
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将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划分为四个层次，即族团( 人类学著作中也

翻译为“游群”) 、部落、酋邦和国家。亲属关系是族团和部落中基本的社会组织。［14］而作为法学家以
及早期比较人类学家的梅因也在其《古代法》一书中提到，血缘和地缘是所有人类社会构成的普遍基
础。像部落这样的小型社会，其特点表现为社会组织的分支式( Segmentary) 结构以及对共同祖先的
追溯。部落社会中，支系以共同老祖宗为原则。其最基本单位是血统，成员们可追溯到好几代之前一
名共同老祖宗。人类学家使用的术语中，后裔可以是单传( unilineal) ，也可是双传( cognatic) 。单传
系统中，后裔追随父亲，被标为父系; 追随母亲，被标为母系。双传系统中，后裔可追随父母双方。分
支式社会只能是单传。在中国、印度、中东、非洲、大洋洲、希腊、罗马曾经流行的血统组织是父系家
族。［15］非洲塔伦西( Tallensi) 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父系社会，而人类学家福忒斯对塔伦西人的研究，
开创了非洲世系群继嗣理论的先河。
塔伦西社会虽然没有像西方一样的正式政治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但却有完整的父系世系群或

氏族组织控制了整个社会。从组织形式来看，这个包含了由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世系群之阶序性亲
属组织，是以“分支原则”( segmentation) ①来维持体系内不同层次之世系群体间对立与联结，以维持整
个体系的平衡与稳定。尤其透过宗教仪式的举行，它可以反映及整合整个人群组织。而祖先神话及
祖先祭拜仪式( ancestor cult) ，更表达了组织体系背后的父系继嗣原则。因此，与宗教仪式的紧密关
系，使亲属具有了道德的道理( moral axiom) ，亲属组织更因为趋于与特定地方的联系而尤地方化的趋
势，使得该体系所代表的社会结构与空间关系( 地缘) 更突显了该组织体系的重要性。加上世系群或
氏族是婚姻的单位，使得亲属组织也是控制社会繁衍的单位。由此，福忒斯认为，在塔伦西这个地方，
亲属是其“文化的惯性”( idiom of culture) ，并有了政治法律( political － jural) 的权力。因此，世系群的
氏族组织的领导者，往往是当地社会政治、宗教上的领导者。［16］

福忒斯将社会组织形式( 世系群或氏族组织) 与社会关系网络结合起来，从而找出共同的父系继

嗣原则为其社会结构原则之所在，树立了一个继嗣理论的研究典范。继嗣理论突显出非洲大部分没
有现代正式政治制度来维持社会秩序地区的氏族社会特色，这使得继嗣理论在非洲地区研究上大放

异彩，不仅主导了整个非洲的人类学研究，更影响到其他文化区的研究，使得继嗣理论背后的结构功

能论随之成为世界人类学的显学。而埃文斯·普理查德的名著《努尔人: 对尼罗河畔一个人群的生
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描述》一书是结构功能理论背景下对世系群及氏族社会政治制度研究的又一力
作。
努尔人居住于苏丹中南部的沼泽地带。每年的 4 月到 10 月是雨季，几乎所有的田地都被淹没。

此时，他们就会集中居住在较干燥的高地。每年的 10 月到下年 4 月是干季，他们到处游牧，也生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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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谓分支原则是一种社会组织原则，常存于单系继嗣团体。在此群体中，群体内部同等级次单位间使对立竞争的，但与较高
一级的单位对抗时，这些次单位又团结一致对外，有如一个单位。



米和玉米，这样的生态系统，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活节奏。在该社会中，有三种主要制度在建立和维
持社会的秩序: 政治制度( 依土地而来的地缘组织) 、世系群( 依血缘而来的亲属组织) 、年龄组织( 依
年龄而来的社会组织) 。这三种组织都受到世系群体系之构成的结构( segmentation) 原则的影响。这
个原则使得亲属团体往往分成两个对抗的部分，但他们又可以整合起来对抗另一个相对大小的部分，

使得同一层次的世系群组织单位间既是对立的又是互补的。而这个结构原则又影响其政治组织与年
龄组织。因土地往往属于世系群，使得世系群地方化而与政治组织重叠。同样，年龄组织基本上是在
对抗外力时结合起来，内斗时又分开。所以，在世系群与氏族具支配性的非洲社会里，该世系群结构
原则影响了社会秩序维持的方式。这样的社会，虽然没有现代国家或西方观念里的正式政治组织，仍
然可以通过世系群或氏族组织来建立及维持社会秩序。［17］

从非洲源起的继嗣理论同样也影响了关于汉人社会的研究，人类学家期望对中国宗族的研究可

以在比较社会学意义上对继嗣理论进行补充。弗里德曼( Maurice Freedman) 开创了中国汉人社会宗
族研究的先河。他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继嗣理论用于解释非洲等无现代国家的社会非常成功，但中
国早就存在国家，为何宗族组织( 氏族) 组织还是那么发达?”他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对宗族
组织这一现象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从福建、广东两地经济基础开始，细数了当地宗族组织的规
模和组织结构，对其以下的各层组织———房、支、户以及这些组织在地方社区中的政治经济功能，以及
围绕共同祖先展开的各项祭祀和礼仪进行了阐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宗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国家权

力之间的关系。最后，他得出结论，认为根据社会地位，大规模宗族内部更为高度分化。而共同财产、
高生产率的稻作经济和宗族精英与国家官僚之间的连接是中国东南部大规模宗族组织得以存在的基

础，当地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反国家的行动以及宗族之间的世仇成为地方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关系的

持久张力的来源。［18］

关于地方和国家的关系，弗里德曼指出，作为联结国家———社区二分结构的中间组织，宗族在建
立其与国家的关系上，把那些官府的官员归为宗族的成员，以求他们为宗族带来利益和荣誉。当宗族
跨越了宗族和国家之间的桥梁，通过一系列的影响，与官府打交道时，就会有利于宗族的地位，而且在

宗族内部的贫穷继嗣面前，他们获得了宗族内部的绅士地位。［19］地方宗族通常是解决宗族成员纠纷
的最大单位，首先人们觉得官府法庭的程序烦人而危险。另外宗族也不希望他们内部的争端引起外
界的关注，也许还受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观念影响。通常官方的武装不支持个人或群体的司法要求，
反而更集中力量控制直接危险国家暴力冲突的发生。同时，官方鼓励地方自治的作法也起到推动的
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宗族是个自治的单位。它尽量在自身内部解决宗族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问题。
在这方面，宗族与国家都尽量互不干涉，保持各自为阵的状态，从而维持一种稳定的秩序。［20］

另一个方面，宗族与国家的冲突在东南地区表现得非常明显。弗里德曼以天地会与三合会等秘
密会社的反清复明活动为例，来阐述宗族与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他指出汉人的反抗历史实际上与
宗教实践和组织的某些形式有关。儒家思想是官方的宗教，道教和佛教虽受到国家的某种限制，但得
到政府的容许，他们都具有合法性。然而天地会和三合会等秘密会社则被视为国家权威的政治威胁，
秘密会社也公然声称其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所以对国家的统治构成挑战，而且它凭借被禁止宗教
的普遍资助，对官方的宗教意识形态也产生威胁。于是，东南地区的中国在有些背景下，宗族与宗族
之间发生冲突; 在另一些背景下，宗族或宗族的阶层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对抗国家。而绅士在这种对立
中对国家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既是宗族的一员，同时又是和国家上层建筑打交道的阶层，所以处在

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之，弗里德曼认为，福建和广东由于三件事情而引人注目: 大规模的宗族组织，宗
族之间的械斗，以及三合会之类的秘密会社。［21］

弗里德曼的宗族研究是有其理论雄心的。二战后的社会人类学界开始反思和怀疑马林诺夫斯基
的功能主义包括布朗的结构功能主义，他希望以其中国的材料挑战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福忒斯在非
洲的研究，即在一个中央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里，宗族势力同样的发达。然而在本书中他对立了国
家和宗族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宗族的存在对国家的统治权威构成威胁的一面，没有看到二者在中国

漫长的历史中的相互支持，进而在《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一书中把福建、广东的宗族组织
发达这一现象归结为其在中央帝国中的边陲地位，遭到来自台湾的田野实例的批评，使得这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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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锋芒大减。［22］

“皇权不下县”是对古代中国国家权力的经典描述，弗里德曼也试图通过其对中国东南地区宗族
组织的研究，说明在远离帝国的“边陲”地区存在着“自发自治”的乡村社会。对此，很多学者从不同
的学科角度提供了不同看法。日本学者中岛乐章在《明代中期的老人制与乡村审判》一文中［23］，以
《皇明条法事类纂》为主要史料，重新探讨了明代中期老人制的法律定位问题，同时对其时态进行了
初步考察。他指出，明代中期禁止户婚田地等诉讼不经里长、老人而直接向官府提诉的《教民榜文》
的原则，直到明代中期一直被定位国法，与老人处理纠纷、民间调停等并存，在解决乡村纠纷的框架中
发挥过一定作用。［24］这是从史学角度说明，明代时国家司法权力在一定程度是深入基层乡村社会的。
而日本学者伊藤正彦则直接指出老人制不是以自律的村落共同体为基础的自治制度，而是国家利用

乡村社会惯例所创设的职役。［25］

三、民间权威与地方秩序

德国社会哲学家马克斯·韦伯在研究传统社会制度向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型过程和动因时，
创造出一个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他认为，权威形态的建构是制度建设的前提，他将“权威”界定为三
类: 神异性权威( charisma) 、传统权威( tradition) 与科层式权威( bureaucracy) 。“神异性权威”，指的是
个人利用创造对众人的福利获得声望，从而具有一定的支配力量和尊严。由于此种权威不经政府界
定和干预，因此韦伯又称其为“自然权威”。“传统的权威”，指的是某种制度在长期的存在中，逐步获
得公众的承认，成为具有象征力、道德和行为约束力的存在。“科层的权威”，其力量来自于正式的官
府以及工作单位上级的任命，以行政等级为其存在的基础，涉及制度的建制，因此是官僚式的。［26］

由于韦伯关心的是传统社会如何向现代化社会转变，因此他的权威理论颇多地从其演化出发，强

调自然式的神异性权威向科层化、制度化的权威演变，以及不同类别的权威如何构成特定社会类别的
支配形式。王铭铭认为这一历史社会学的概观存在着两大问题。首先，它忽略了现实社会生活中三
种权威之间的互相揉和性和不可分割性。其次，韦伯过于注重社会中正式制度的演变，从而忽略了在
非正式的制度场合中“非官方民间权威”的存在及其重要角色。［27］

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一书中提到: 士绅是与地方政府共同管理当地事物的地方精英。与地
方政府所具有的正式权力相比，他们属于非正式的权力。两种形式的权力相互作用，形成了二者既协
调合作又相互矛盾的关系格局。而清朝正是沿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和士绅结构。士绅在普通老百姓
的圈子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作为社群或公众的首领，他们解决纠纷、组织募捐活动、主导地方防备，也
发挥其他种类的领导作用，人们还希望士绅为他们伸冤昭雪，在灾荒时给人们提供救济，并在增进地

方福利中扮演积极角色。［28］

明代一系列处理纠纷的相关机制中，显然可以看到可称为“非官方民间权威”的身影，如老人制
中的“老人”、耆宿制“耆宿”。虽然他们并不等同于后来在清代地方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士绅阶层，但
他们都属于正式国家权力以外的一个非正式权力系统，在维持地方秩序上发挥作用，而这个阶层的存

在除了儒家传统的原因，也根植于社会结构本身。

四、结语

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明代或者说此后中国乡村社会的秩序模式? 它是一个“自发自治”的领域，还
是一个官民相互补充的社会秩序模式? 以明代徽州地区纠纷解决的历史研究为切入点，顺着上述人

类学对人类社会组织模式和政治秩序的研究，我们或许可以尝试分析这个问题。
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政治发展方面持进化观点的人类学家将社会或政治组织的形式划分为游群、

部落、酋邦和国家四个层次。
福山在其《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概述了中国从部落制到国

家的发展历程。他引述资料说明农作物稷和稻很早就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被种植，冶金和定居社区
也在仰韶时期( 公元前 5000 －前 3000 年) 出现，到龙山时期( 公元前 3000 －前 2000 年) ，城郭和社会
等级分化的遗迹已经很明显，这应该是中国早期历史的部落制时期，此时的社会由同一祖先的父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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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组成。到周朝早期时，中国社会处于部落和酋邦之间，到东周时期( 公元前 770 －前 256 年) ，真正
的国家开始在中国成形，战争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过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而因为家庭和
亲属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力，且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结构中缺乏突破这个影响力的因素，

使得中国的政治发展与欧洲走向不同的轨道，中国的历史总是在“强大国家”和“家族制复辟”中循
环，也即处在中国语境中人们常提的“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中。从另一个方面来
看这个问题，说明国家与父系家族制组织是理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不可或缺的两个关键词。回到我
们关于明代及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模式的探讨，我们知道，虽然父系家族从中国历史的早期开始就

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主要形式，但是庶民化的宗族却是在宋以后才发展起来。宗族组织的元素包括祖
先信仰与仪式、继嗣观念与制度、家族公产等，它们作为单独的元素在古代中国早已存在: 商周时期中
华王朝的贵族已开始祭祀祖先; 周代开始，父系继嗣的原则作为意识形态已在国家上层建筑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 对于分封的权贵来说，家族公田至汉代以后，便已十分流行。但是，在宋以前这一些制
度性的元素只零星地分布在贵族阶层中，在民间并不广泛存在。［29］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族完全是官
方的政治发明。那么明代以后的基层社会又是否存在一个完全基于社会结构或地方权力建构的“自
治”区域了?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从明初开始，政府实行一种较为基层的社会控制政策，强调对家户
( household registration) 的登记［30］，这显然表明国家力量逐渐加强对基层的控制，我们在前述介绍明
代徽州地区纠纷解决机制时已有提及，比如里甲制度、编造鱼鳞册等等措施。综上所述，明代或者说
明代以后传统汉人基层社会的秩序模式实际上是国家力量参与的民间“半自治“模式，民间力量的部
分是建立在人类学意义上的分支式父系宗族的社会结构之上。中国成为迥异于非洲及西欧等其他地
区的特殊政治系统，即在存在强大国家体系的背景下，地方分支式世系组织仍然强大，并在地方权力

体系中发挥其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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